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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於親密關係暴力，過去臺灣的俗諺：「打某豬狗牛。」而臺灣家暴法

自1999年施行之後，也不斷強調著：「打人就是不對。」甚至是「打老婆的不

是男人」或「打老婆的不是人」的極端話語，這些日常話語的流傳呈現出臺灣

社會價值中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中打太太男性不屑與否定。若憑藉這些話語的內

容，加上國家機器的公眾宣傳的文本內涵，先生暴力毆打太太顯然是一件不被

允許的嚴重錯誤行為。但實際上臺灣成年有偶女性遭受到暴力傷害者頗為常

見，至少都在15-17%以上，且家暴法施行十多年以來的通報案件數年年增加

（柯麗評、王佩玲、張錦麗，2006），與這些社會中不屑與否定打太太男性的

熟悉話語出入甚大。而家暴法施行公權力的施展一改過往「法不入家門」的態

度作為，在「打人就是不對的」的話語及「法入家門」的立法精神下，與臺灣

社會的實際情況有著顯著的差異。面對這個不一致的現象，對於家暴法法入家

門超過十年的臺灣社會，會被認定為是打老婆的壞男人是什麼樣貌，又產生何

種影響，為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

貳、婚姻暴力定義歷史的演變及其意涵

關於過去西方歷史中對於何謂是婚姻暴力，隨著時代與社會情境有著不

同的樣貌。在古羅馬時代的丈夫對於妻子是握有絕對的權力，包括了體罰、離

婚甚至殺害的權力。到了羅馬後期，丈夫仍可對其妻子體罰，但限制不能殺害

或造成身體殘廢。對於規範丈夫所使用體罰方式以對待其配偶的規定，在英國

十八世紀有所謂的姆指法則（rule of thumb），規定丈夫可以使用比姆指細的

木棍毆打其妻子。而十九世紀美國法庭的判例定，認定丈夫對於其妻子的「合

理的」、「身體的」、「處罰性的」的行為是被允許的。把妻子視為是丈夫的

附屬品，丈夫擁有對於妻子身體的控制及處罰權力，此一父權體系的認知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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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直到女權運動的興起才逐漸被檢討與改變（吳慈恩、黃志中，2008）。

從歷史上對於同歷史時期關於婚姻暴力的論述，可以發現身體的控制及

傷害否被允許的程度，是二十世紀以前的夫妻關係中暴力定義的演變重點。到

了二十世紀以後，經由一連串的人權及女權意識提升倡議運動後，才逐漸擴及

身體以外的暴力樣貌，包括了性、精神、心理、行為以及經濟方面的向度。

但是由相關學者對於婚姻暴力的定義，仍不脫以身體虐待為主要內涵。像是

「毆打妻子」乃為「一個男人對具有親密關係的女性，使用肉體上的攻擊行

為，其方式包括：踢、咬、撞擊、打或使用武器等」（Straus, 1979，引自吳慈

恩，1999）。或是認為婚姻暴力乃「親密關係中之一方（通常是男性），以

具侵犯性、攻擊性的行為對待另一方（通常是女性）（Dutto,1988，引自吳慈

恩，1999）。1992的美國「家庭暴力預防與服務法案」（The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 Service Act）規定婚姻暴力為「任何發生在具有婚姻或親密關

係之暴力或脅迫行為，並導致身體傷害者稱之。」（引自吳慈恩，1999）。

Kemp對於婚姻暴力的定義如下：「一種強制的行為型態，必須包括身體上的

攻擊或威脅，同時通常亦伴隨著其他各種型態的控制行為，成人或青少年使用

這些行為來對待他們的親密伴侶」（彭淑華譯，1999）。

而臺灣學者在1987至1995年間所發表有關婚姻暴力的重要論述中，對於

婚姻暴力一詞定義的主張，最早發表相關研究的劉可屏認為「虐待妻子」，乃

係指丈夫或有同居關係的男子故意攻擊妻子或同居人，使其身體一再受到嚴重

傷害（劉可屏，1987）。陳若璋的定義是：「配偶之一方以身體或武器侵犯另

一配偶（亦可包括其同居人或親密之異性朋友）；其頻率往往從一週數次至一

年數次，其傷害程度從不需治療到傷害至死都有。」（陳若璋，1988）。黃

富源的定義為：「婚姻暴力或夫妻間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一種。而家庭暴力係指

家庭成員間所發生的口頭上或身體上的攻擊或惡意的疏待行為」、「婚姻暴力

因此可以定義為家庭成員中之夫妻間，所發生的口頭上或身體上的攻擊或惡意

的疏待行為」（黃富源，1994）。周月清認為家庭暴力等同於「配偶虐待」、

「婦女虐待」、「太太毆打」等字詞，認為是「發生在已婚住在一起或曾有過

親密關係，包括夫妻關係、男女朋友同居關係或離婚之前夫與前妻關係。暴力

包括口語上及非口語上的威脅對方的身體，或者使對方精神或情緒上也受到

傷害。家庭暴力包含推、擠壓、打巴掌、掐、刺傷、被迫性行為，或使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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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威脅去控制另一個人，其可能造成對方嚴重受傷或死亡。」（周月清，

1995）。王麗容將婚姻暴力區分為「廣義」和「狹義」。所謂廣義的婚姻暴力

包含了「生理傷害、心理傷害、疏忽和性虐待、性交易等」，而狹義的婚姻暴

力則「只指身體虐待」(王麗容，1995)。高鳳仙指出婚姻暴力「係指在婚姻中

所發生之暴力行為而言。關於暴力行為定義，則指恐嚇、傷害、強、妨害自

由、毀損財物、不法侵入住宅、引起精神上之痛苦等行為而言故騷擾、跟蹤、

怒罵、窺視等行為均有可能構成暴力行為」（高鳳仙，1998）。上述國內專家

學者對於婚姻暴力一詞的定義，很明顯以身體虐待相關形式的暴力為主要內

容，其他虐待形式不是語焉不詳，就是聊備一格。

相較臺灣於1998年家暴法的施行，在家暴法公布之前的暴力防制社群對

於婚姻暴力定義，明顯以身體虐待的傷害為主要條件，而侷限地論及性或精神

上的侵害。隨著家暴法立法過程的討論，對婚姻暴力的定義重點逐漸自身體虐

待為唯一或主要內容的情況，擴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像是吳慈恩所定義的婚姻

暴力為：「婚姻暴力之虐待行為不應專指身體上明顯可見的傷害…乃包括身

體虐待、性虐待及精神虐待」(吳慈恩，1999)。而黃志中對婚姻暴力的定義則

為：「婚姻暴力是發生在現在或曾經具有親密關係的配偶之間的暴力性行為。

所謂配偶關係意指夫妻、男女朋友、或同居人，甚至同性戀配偶亦可為義的形

式之一。而暴力性行為所指的是親密關係及兩人之間，因著權力與控制上的不

平等，造成一方配偶在身體、性、精神與經濟上，產生傷害、痛苦、恐懼與束

縛情況的行為。」（黃志中，2000）。但家暴法施行之後，相關研究及發表文

本普遍的以家暴法所明定之家庭暴力內涵為準則以作為名詞解釋之定義，凸顯

法律文字對於社會事件有定於一的強大影響。雖然家暴法所訂之家庭暴力行為

樣貌之準則，但相關研究及發表文本之受暴對象所遭受之暴力多不脫身體虐待

為關注焦點的親密關係暴力。

參、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論述的內涵

在實務上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所呈現的樣貌，在不同機制下有著不同的

樣貌。經通報家暴中心的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統計，加害人的學歷以高中

職最高，約佔33.8%，其次為國初中，佔27.0%。而學歷為專科以上者，則

佔24.7%。加害人年齡層在40歲以上者，佔66.4%。加害人為無業或兼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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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佔40.7%。而加害人有酒或藥物之物質濫用者，佔21.2%（潘淑滿，

2012）。經法院裁定處遇計畫保護令者佔所有保護令的三成不到，為家暴案

件暴力中暴力危害較嚴重者，這些被裁定接受處遇計畫的加害人，其人口學

特徵為：加害人的教育程度有55.4%為國中以下；加害人年齡在40歲以上佔

53.9%；加害人的職業為無固定工作或是無業者佔53.9%；加害人曾有不當使

用酒精、藥物者佔60.2%，然而僅有極少數的加害人達到酒藥癮的診斷標準；

加害人被評估其精神症狀如情緒障礙、衝動控制能力較差、多疑、睡眠品質不

佳、飲酒超過社交性喝酒的比例則較高，其中又以具衝動性與不當飲酒比例居

高（陳筱萍、黃志中、周煌智、吳慈恩、劉惠嬰，2004）。然而以非家暴中心

之社區機構親密關係暴力個案分析，顯示加害人的年齡在40歲以上者為多數，

佔55.5%。加害人的學歷以高中及專科程度居多，其中以高中職學歷最多，佔

33.7%，其次為大學及以上程度者，佔24.6%，二者共計佔了58.3%。而加害人

的職業分佈，以從商者最高，佔33.5% ，其次為勞工工作者，佔22.7%，失業

者則佔12.9%，後二者共計佔35.6%。此外，加害人有成癮性行為（酗酒及葯

物濫用）之行為者佔15.7%（吳慈恩，1999；黃志中，2000）。

由上述資料顯示，在家暴法施行之前社區家庭工作機構的親密關係暴力

個案（簡稱社區個案）、家暴法施行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之加害人

（簡稱通報個案）及法院裁定處遇計畫保護令之加害人（簡稱處遇個案），

三者相比較顯示：（1）社區個案、通報個案、處遇個案三者年齡分布相近，

40歲以上者均超過一半。（2）社區個案的學歷最高，通報個案居次，而處遇

個案最低。（3）處遇個案的工作最不穩定，通報個案居次，社區個案最低。

（4）處遇個案的酒精或藥物之物質濫用行為最為常見，其次為通報個案，社

區個案最為少見。顯見，家暴法施行之後所浮現的加害人圖像突顯了中高齡、

低學歷、工作不佳的經濟弱勢、且多有飲酒或物質濫用行為的男性。這些親密

關係加害人成了社會規範的眾矢之的，被社會公眾所指責與唾棄，而這些歷程

經驗造就了大眾印象中的加害人模樣，一個突顯的被厭惡、被排擠的對象。成

為「全民公敵」這樣的對象是有其必要條件的，「壞男人」就在這些要件之下

被標示出來。

整體而言，最為突顯的加害人圖像是法院核發處遇計畫保護令的加害

人，若加上所為之暴力行為多為肢體虐待之明顯傷害，或怪異或具威脅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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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充滿性別、階級及病態之醫療化本質的加害人：中低學歷、勞動階級、

酒精或藥物濫用、具肢體暴力或狂亂行為之粗暴、令人生畏的中年男性。透過

犯罪化、嚴重化和病理化的具像表現，明顯局限且特殊化親密關係加害人。在

充斥犯罪化「比例原則」的量刑考量以及病理的醫療化之下，嚴重、病態、罪

有應得的當今親密關係加害人論述，已經無關乎親密關係衝突的本質。其結果

不僅不契合私領域中受虐者之權益維護與補償，亦不與公領域的普遍性社會規

範一致。所形成的是深具白領中產階級特色的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論述，將暴

力加害人描繪成粗暴的、不在意婚姻家庭的、常飲酒亂事的、工作不穩定或失

業的藍領勞動階級中年男性。因此，親密關係加害人所「做」出來的性別樣貌

是一種應該被矯正、應該被懲戒，意即，應該被規訓的男人。而家暴法所發展

的相關配套措施，包括：相對人無令狀逮捕制、相對人預防性羈押、相對人附

條件飭回制度、高危機個案跨機構會議、重大案件會議、加害人處遇計畫、被

害人子女秘密轉學等，都是針對這類「危險壞男人」所制定。危險壞男人不僅

造成親密關係被害人的傷害，還因其嚴重與病態，以致難以規訓成「柔順的身

體」，而需要在家暴法的基礎上不斷增加與強化配套措施，透過「社政」、

「警政」、「司法」、「醫療」、「教育」等網絡的工作，企圖對親密關係加

害人發展出具「全場景視」的監控與規訓機制（王增勇譯，2005），進而造就

「可憐女人壞男人」的親密關係防制刻板模式。

肆、女性主義對於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論述的貢獻與困境

六O年代的女權運動是對於親密關係暴力關注的起點，在早期的親密關係

暴力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庇護所以及婦女救援福利機構中求助的個案。由於求助

的受虐婦女經常遭遇到慢性、長期、重複發生的嚴重親密關係暴力，所受影響

被描繪成「受虐婦女症候群」（battered women syndrome）（Walker, 1978）。

自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倡議者以救援及協助受虐婦女的經驗出發，進行暴

力防治的相關立法、政策制定、以及資源建制。像是遠離、禁治、隔離、給

付、處遇、子女暫時監護等各式的家暴保護令、責任通報制、相對人無令狀逮

捕制、相對人預防性羈押、相對人附條件飭回制度、高危機個案跨機構會議、

重大案件會議、加害人處遇計畫、被害人子女秘密轉學等等，均為針對親密關

係暴力被害人需求所設計出來的實務作為。此一倡議的起動及發展明顯以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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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為立場，基於受虐婦女創傷經驗而展出來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論述與實

務。也因為無論在歐美或是臺灣，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都起源於對於受虐婦

女的機構式協助與救援，在將親密關係暴力視為是性別議題的基礎上，親密關

係暴力防制的立場主張：男性社會化過程其實就是暴力養成的過程，毆妻行為

基本上使毆妻者與被毆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得以維持（陳蒂，2004）。因

為親密關係被害人的悲慘遭遇經由女權運動而被揭露後，除了親密關係暴力防

制在受虐婦女協助與救援上得到正當性外，殘暴加害人樣貌的被揭露更是在法

律上產生對其暴力行為禁制的思維與作為。

是強調基於庇護所及婦女救援福利機構的個案經驗，並未能考量一般社

區異質的經驗，使得親密關係暴力防制的對於加害人及被害人的論述呈現出將

親密關係暴力視為一種具有普遍性且同質性的事件，在暴力關係中的一方為加

害人，另一方是被害人。加害人是男性，其行為是殘暴、傷害性、而具有嚴重

行為問題，應該被譴責、被懲處、被矯正處遇；被害人是女性，其處境是弱

勢、被壓迫且處境危險、身心受創，需要被協助、被救援。此一立場被質疑建

構了性別規範( gender paradigm )，在規範中男性被認為具有潛在使用暴力的特

質，以用於維持在家庭關係中的權力與控制（Dutton, 2010）。當男性被同質

化為一種暴力類型，而女性也同時被同質化成為暴力受害類型。反挫的言語出

現在當女性在親密關係暴力中做為加害人而非被害人的事件與社會調查研究結

果，女性被描述成「跟男性一樣暴力」。而親密關係暴力加害的壞男人的存

在，也被描述為只是男性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只是親密關係暴力中一部分的男

性加害人（Hamel & Nicholls, 2007）。於是，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對男性性別的

不公平對待與男性被歸類為暴力的委屈，成為父權的反挫行動中反對親密關係

暴力防制的論述（Mills, 2008）。也因此，過往以受虐婦女服務經驗為立場的

女性中心女性主義開創了親密關係暴力防制的工作，因為依據的是庇護所及社

區婦女救援機構的服務個案，所形構的是嚴重、病理的男性加害人與受壓迫、

處境危險的女性被害人的親密關係暴力論述。

在此論述中，受虐婦女有著固定的被害形式與需求，男性加害人則是相

對應的危害。並非所有的親密關係暴力當事人都會去求助庇護所或是社區婦女

救援機構，所依據的個案服務經驗限制未能涵蓋社區中的其他親密關係暴力

樣貌（Johnson, 2007），使得親密關係暴力防制論述，尤其是家暴法，被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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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有公平處理像男人一樣暴力的女人，以及用強制性法律去約束、懲戒親

密關係暴力中的男性，使得沒有那麼壞的加害男性受到過度嚴厲的法律制裁

（Hamel & Nicholls, 2007; Mills, 2008）。

伍、現代性與父權意識操演對於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論述的謀合

家暴法對於「法入家門」的立場，宣示對於親密關係暴力治理的必要與

立場。支持被害人救援與協助親密關係暴力防制倡議者，因著對於受虐婦女的

瞭解與服務而獲得發言的正當性。在此權力行使下，法律與社會資源的整合與

倡議建制使得過去求助無門的受虐婦女獲得及時的救援與必要的協助。但是當

社會中有著不同的親密關係暴力樣貌下，庇護所及婦女救援福利機構的個案經

驗並未能及於其他樣貌的親密關係暴力。以女性中心的「固定的女性存在方

式」觀點，以及此立場所串聯出的關於「女性」範疇中的特質（黃美珍譯， 

2009），使得從受虐婦女的生存方式、經驗與權益倡議、服務為立場的親密關

係暴力防制論述，展演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人的女性樣貌、立場、與相關知

識。此等論述將親密關係暴力的當事人狀態同質化，而構成具普遍性親密關係

暴力論述。

除了以男性為加害人而女性為被害人之外，加害人的暴力樣態為具危險

性、有物質濫用行為、社會弱勢的勞動階級經濟弱勢男性。這也形構出哪些親

密關係暴力會被通報，又有哪些加害人會被裁定處遇計劃保護令而納入司法規

訓之中。這樣的論述中，形成特定條件、固定同質的親密關係暴力模式的現代

性狀態。由法律化與醫療化交錯下的親密關係暴力現代性，回應到「打某豬狗

牛」、「打人就是不對」、「打老婆的不是男人」的社會性話語，所指稱的

「打」顯然並非輕微的打，而是具危險傷害的打。「打」的行為若是合併酒後

施暴，而打的人是一位工作有狀況的勞動階級男性，以特定性別、身分、特質

的行為人發生嚴重威脅、傷害身心的親密關係暴力，才得以符合「打某豬狗

牛」所指稱的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若是男性在暴力中也受到傷害、本身是高

教育程度而工作穩定的白領階級、沒有合併物質濫用的問題行為、沒有具危險

性暴力或病態性的衝突行為，則這位男性並不被列入社會法律要積極規訓的加

害人之列。

因而，在面對各種紛雜並存的暴力形式下，過於強調身體虐待、問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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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並未能契合社會現實的狀況。不僅如此，若比較家暴法後施虐者的暴力

行為影響情況，在暴力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其暴力行為轉為使用驗不到傷的毆

打暴力方式或精神虐待（黃志中，2000），顯然強調證據存在與否的規則，符

合了施虐者其施虐信念的思考及資源的掌握，而能繼續其權力與控制受虐者。

再次通過法律化與醫療化的現代性作為交錯影響，而讓加害人在親密關係暴

力現代性狀態中，找到其不嚴重、非明顯病態、也有受傷害的主體位置。其主

體性因為本身的狀態不在親密關係暴力現代性的模式中，而獲得非為親密關係

暴力加害人的主體位置。此一主體位置所顯現的男性，是一位對社會有價值但

被污名化、被女性壓迫的、遭到濫訴的、受委屈的男性。這樣的主體位置使得

男性在狹隘的親密關係暴力論述中，找到一個顯然是具有豁免效應的位置。因

此，過於強調身體虐待與問題行為的親密關係暴力論述，反而是一種符合父權

意識型態及利益的論述，不僅會誤導社會反親密關係暴力及反父權意識型態的

方向，更使受虐婦女身陷父權精密架構下的操弄與束縛而無法脫困。

陸、結語

知識作為權力運作的結果，對於親密關係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認定，是與

親密關係暴力防制權力有關的運作結果。在父權體制下，男性掌握權力，分配

資源，壓迫女性。而女性在被壓迫的處境中，被邊緣化而被壓迫、無權力。因

此，「加害人是（殘暴）男性而被害人是（可憐）女性」的庇護所與與社區婦

女救援機構的實務工作經驗與知識建構，使得親密關係暴力防治之倡議，清楚

地揭露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女性在親密關係暴力中的被壓迫處境，於透過倡議

與意識提升運動建構了關於先生（男性）加害太太（受虐女性）的「權力與控

制」親密關係暴力論述（Pence & Paymar, 1993）。

由於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經常不是以單一形式呈現，而是多重形式的虐

待類型存在的情況下，現有親密關係暴力論述的同質性及普同性卻無能涵蓋異

質多元的社會現場。親密關係暴力加害男性的社會刻板形象，卻是在親密關係

暴力防制倡議與父權機制的交錯下形成「新壞男人」的共同論述。

至此，親密關係暴力防制有其明確的工作目標，而父權機制也在「新壞

男人」範疇之外獲取到豁免的論述空間。在父權意識的反剉下，「新壞男人」

確實能得到社會的規訓與懲戒，而非屬「新壞男人」者則得以繼續透過壓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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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霸權力而維持既有親密關係的不平等結構。此時，親密關係暴力防制卻專注

於建構足以規訓與懲戒「新壞男人」的種種機制，而無暇於多元交織的不平等

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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